
“电骗”余波

葛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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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谁该为徐玉玉之死负
责？《工人日报》评论文章《不能
放纵“诈骗齿轮”的任何一环》

“总结”得最为全面：“到底是谁
害死了徐玉玉？骗子？运营商？
还是信息的泄露者？似乎都是，
又似乎都不是。然而，他们又都
是这个齿轮系统中的一环，都
在其中起到了传动作用。”

作为“诈骗齿轮”的紧要一

环，电信运营商成为舆论拷问
的重点对象。《北京青年报》评
论文章《打击电信诈骗要找准

“靶心”》将电信运营商的“不作
为”作为打击电信诈骗的“靶
心”之一，要求电信运营商对诈
骗电话履行管理职责，大幅提
高技术门槛，以大幅降低诈骗
电话的呼出总量。红网《电信
企业别成骚扰诈骗电话帮凶》
更是直言，电信企业懈怠失
职，已沦为骚扰诈骗电话的帮
凶乃至“共犯”。

舆论拷问的另一重点是公
民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新京
报》社论《信息泄露，谁都可能
是下个徐玉玉》认为，“如果个
人信息不受到严格保护，个人
信息流动越多，就越是被骗子
扒得‘一丝不挂’，无论我们学
习了多少防骗技能，永远也赶
不上骗子翻新的骗术。”《人民
日报》时评《别让诈骗“私人定
制”》直陈诈骗“私人定制”化的
危险：“我们的个人信息在互
联网世界里穿行，姓名、性别、
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甚至考
研、出国、申请助学金等信息，
构成了个人轨迹，一旦这些信
息被人利用，精心‘量身定制’

了一套诈骗方案，那么我们很
可能就会落入圈套。”《光明日
报》也在《斩断电信诈骗黑色
产业链》一文中强调个人信息
安全问题的严重性，“电信诈
骗伴随着手机、电脑等现代通
信手段的迅速普及而产生，在
几乎人手一部手机的时代，每
个人都有可能遭遇信息安全
危机。”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同
时产生。媒体在探寻电信诈骗

“病根”的同时，也努力给出应
对之策。《深圳特区报》评论文
章《电信诈骗，学会防还须从严
治》强调“严治”，认为“只要坚决
对违法犯罪分子保持高压打
击态势，其气焰就不可能那么
嚣张”。新华网评论文章《应对
信息泄露和电信诈骗需要组
合拳》则把“实人认证”作为防
治电信诈骗的“第一道关口”，
建议充分利用各种新的技术
手段对电话号码进行“实人认
证”。人民网《“信息泄露麻木症”
该寿终正寝了》一文认为，“除
了完善相关刑事法律之外，还
要构建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完
整法律体系，建立健全保护个
人信息安全的基本法律制度。”

《南方日报》评论文章《面对电
信诈骗我们如何告别无力感》
则主张，“制定个人信息保护
法，明确信息采集各端的权责，
完善信息采集、使用环节的个
人授权工作，改变随意使用个
人信息的方式等。”

当然，在大多数论者呼唤
乱世重典霹雳手段的同时，也
有人发出“柔弱”的声音。教育
专家熊丙奇从徐玉玉案中看
到的是安全教育的重要性，他
在《广州日报》发表《防范诈
骗，安全教育不能缺位》一文，
希望徐玉玉的悲剧能唤醒学
校和家庭，“把对学生的安全
教育落到实处，而不只是进行
形式化、概念化的安全教育。”

《长江日报》的《从徐玉玉事件
反思“道德无用论”》一文则在
电信诈骗治理的“技术主义思
维”之外看到了道德教化的价
值：“所有的恶都留待法律去
打击遏止，任何国家可能都难
以承担这样的法律成本。没有
道德防线，只靠法律治理，必
然有越来越多的人游走于法
律边缘，或者挑战法律，警察法
官是忙不过来的，就可能放任
小恶，终使其积为社会大害。”

从昨天开始，济南全面推
行停车电子收费，手机支付一
刀切，没商量。然而试用下来，
有些安全漏洞让人“细思极
恐”：你可以输入一个车号，胡
乱输一堆数字作为车架号，就
可以绑定；别人也可以随意绑
定你的车，停车动态暴露无遗，
毫无隐私可言。

其实，从管理的角度出发，
电子收费堵住了跑冒滴漏，减
少了管理员中饱私囊的可能
性，但是，几百万车主，却可能
成为收费利益最大化的牺牲
品。作为车主，不是不交停车
费，停车管理费该交就交，但要
交得明明白白，收费也要收得
合理合法。

首先要问的就是，停车费

全部电子支付，是否合法合
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
管理条例》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

“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
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拒收。”此前就有报道，某
饭馆因拒收现金被央行认定
为违法。退一万步说，电子支
付“一刀切”即便不违法，也有
违便民原则。如果说开通电子
支付是为了适应部分年轻人的
支付习惯，方便事后补交，那就
同样不能忽视习惯于用零钱支
付几块钱停车费的人。从经验
上看，车上备点零钱，顺手交了
停车费，远比扫码支付或找人
代付更快捷。

由此可见，“一刀切”的电
子支付有违便民原则，还有可
能违法，那为什么一定要推行
呢？显然，我们可以算笔账，济
南市停车办去年曾经公布过，
八个月收了八百多万元停车
费，一年大概是一千二百万
元，但济南有五百多个收费
员，按照最低工资标准计算，
人力成本就占了九成左右，
根本没有余力“支援”公共交
通建设。而按照公安部给道路
停车位设置的标准(每个车位
每天换车 7 — 9 次 ) ，济南近
14000个道路车位，理论上的年
收入是8000多万元，绝非1200
万元所能比。而这正是电子支
付的最大好处，既防范车主逃
费，更防范管理员中饱私囊。

说实话，如果能用电子支
付这种形式，规范道路停车管
理，并把收入用作发展公共交
通，其实也是一件好事。但问
题是，把好事办好是需要前提
的，否则，这一场支付手段的
变革就单纯成了敛财的手段。
要说前提，首先是按照当初的
承诺，把定期公示收支的制度
建立起来，有了市民的监督和
约束，再考虑收钱的事；再者，
电子支付再好，也别忘现金支
付的优点，就算是推行电子支
付，起码把专用的APP等做得
更完善，保护好公民的个人信
息，然后再进行推广。总之，停
车集团不等于收钱集团，收钱
只是一种管理手段，别把手段
当成目的了。

即便在徐玉玉案成功告破
案犯悉数落网之后，舆论的涟
漪依然绵延不绝。毕竟，逝去的
是一个花一样美丽而鲜活的生
命，而夺去这个生命的电信诈
骗依然是当下社会里一种顽固
而强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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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好停车管理，别把收钱当目的

楼市火爆凸显资产保值的焦虑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
感觉，就像去年四五月份的股
市，楼市已然成为时下最火热
的话题。某个楼盘几个月内价
格翻番，某小区卖房人开始坐
地起价，某某买了没几天的房
子涨了几万元，某某晚买了几
天悔青了肠子……说来说去，
核心就一句话，买房是资产保
值的不二法门。而且越是这么
想，楼市就越火热，甚至在很
多人眼里，房子的投资功能已
然超越了居住功能。

也不怪人们这么想，回顾
房地产市场化以来的这些年，
笃信“房价只涨不跌”的人是
很有底气的。众所周知，构成
房价的核心，不是建筑成本而
是地价，卖地则是地方财政收
入的重要手段。从某些角度来
看，化解债务风险也好，制造

经济数字也罢，“地王”很受地
方政府欢迎。所以在过去的一
段时间里，各地“地王”频现，
每每拉高周边房价。而按照现
行的土地制度，地方政府的态
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楼市的
走向，普通群众看待楼市的心
理自然也会与之保持一致。

与土地财政相配套的就
是信贷政策了，绝大多数城市
调整楼市的限购手段，通常就
是指信贷政策的放松或收紧。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一座
城市的大体规律就是这样，房
价猛涨引发限购，长时间有价
无市或价格开始波动，限购就
逐步取消。限购取消之时，大
量信贷资金涌入楼市，即便限
购随之恢复，放出的房贷也已
经“覆水难收”了。除了“间歇
式放水”之外，政府对限购政
策一紧一松的调整，至少会给
人一种印象：限购是暂时的，
总有放开的一天。这同样在传
导房价“只涨不跌”的信号。

事实上，各地推行限购的
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收紧信贷

抑制投资需求，信贷“放水”就
等于鼓励投资者把楼市当做
投资工具。在上海，需要离婚
抢房的人其实都是有房子的，
他们抢房的目的就是为了投
资，离婚则是为了搭上信贷优
惠的末班车；再看别处，无锡
楼市之所以异军突起涨幅全
国第一，直接原因就是相邻的
苏州恢复限购，导致大量“走
投无路”的民间资金涌入无
锡。与此相对应的是银行信贷
情况，据A股16家上市银行公
布的201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
各银行房贷投放力度普遍加
大，其中3家的新增贷款一半
以上都是房贷。通俗一点说，
眼下火爆得有些异常的楼市，
充满了信贷的能量。

这里面就存在某种恶性
循环的可能，信贷越是愿意向
楼市注水，投资需求的旺盛就
越容易推高房价，房价“只涨
不跌”的表象又会加深人们对
房产保值增值的笃信。现在谈
到经济新常态，常说到的就是
消费拉动，可如果出于资产保

值增值的需要，大量的资金涌
入楼市，又有多少能够留给消
费呢？消费不振，对应的是相
关的产业不振，不振的产业自
然无法给投资带来稳定的回
报，由此引发了更严重的后
果——— 如果不投资楼市，居民
手中的资金很难找到保值增
值的途径。

针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其实说法很多，有主张“永远
只涨不跌”的，也有坚信泡沫
即将破裂的，双方唇枪舌剑，
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对于普
通的老百姓同时也是伺机而
动的投资者来说，他们往往
更愿意相信经验，相信眼睛
看到的一切，同时，他们害怕
辛苦赚来的钱“缩水”，也生
怕没踩准点被别人远远甩在
后面。不排除“高手在民间”，
但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一
举一动，是跟着政府走的。因
此，政府在做决策时，在释放
信号时，在判断当地楼市是否
健康时，永远不能忽视的就是
民生视角。

如果能用电子支付这种形
式，规范道路停车管理，并把收
入用作发展公共交通，其实也
是一件好事。但问题是，把好事
办好是需要前提的，否则，这一
场支付手段的变革就单纯成了
敛财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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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梅

受“全面二孩”政策等影
响，一些地方迎来生育小高
潮，大医院产科建档难的问题
随之浮出水面。有人在北京某
三甲医院给孕妇建档挂号，预
产期是明年 4 月，黄牛要价
15000元，其他同类大医院也要
六七千元。

尽管优质医疗资源紧缺
是个老大难问题，但产科建档
难并非仅仅由于医疗供需结
构性失衡，而是出现了叠加效
应。真正的问题，是医疗资源
利用的倒挂。看病都想上大医
院、找知名专家，这种心态和
医疗资源配置不均相互作用，
共同导致了这种畸形的倒挂
现象，而“全面二孩”政策的放
开，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一矛
盾。

产科一床难求的问题，主
要集中在三甲医院，天价建档
费并非“二孩”政策的必然结
果，而是“老兵碰上了新问
题”。对这种具有新特点的结
构性问题，要有长远的政策安
排，也要有过渡性的措施，以
防远水解不了近渴。缓解建档
难，首先得想办法把紧缺资源
配置给合适的人。当前很多地
方开始依据病情、风险程度，
对孕产妇进行分级管理，是一
个好办法，但必备的“硬杠杠”
不能少，人才支撑、医保引导、
药品衔接等政策必须到位。否
则，基层治不了的孕产妇大医
院不收，从大医院出院的产妇
又得不到随访服务，那就与初
衷背道而驰了。

纾解产科建档难的焦虑，
还应该树立“大卫生、大健康”
的观念，将全方位的孕产健康
管理融入服务中。孕产妇其实
是健康人，服务停留在治疗、
检查层面远远不够。最适合她
们的服务，其实是全流程健康
管理。试点分级诊疗制度，不
妨从产科开始，并改革分级之
后的管理服务，比如推广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只有以健康管
理为中心，协调配置医院、人
才、价格等政策资源，才能修
复建档难产生的土壤。

葛媒体视点

以健康管理

缓解产床“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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